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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參仇曝冩梢葎児粥議“憲栽嶄忽忽秤”議嶄忽冩梢

宇野重昭

〈UNO Shigeaki, 島根県立大学〉

必須改変中國研究的方法

今天，対当代中國的研究方法多種多様，並且対中國未來的評価這個重要問題上也総是

揺擺于過大與過小之間。因此，対于中國在当代世界史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在学術上仍然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過去在日本的中國研究，有近代以前的古典、暦史、語言研究、明治后期到昭和前半期

的殖民地中國研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戦后的所謂的中國 “地区研究”。 現階段具圧倒性影響

力的就属地区研究了。

這種地区研究的方法，筆者1950年秋在進修大学的専業課時実際上引起過很大的反響，

以語言、暦史、地理為基礎、綜合政治学、経済学、社会学、文化人類学、比較思想論等学

説，不僅対 “發展中國家” 進行研究，還要将它拡展運用于対西欧等發達國家的研究領域。

当時，距1943年開始出現地区研究的概念只有７年時間，研究者們還酔心于創造新的学問和

推進共同研究計壤。

但就是在同一時代，也有人早早地対綜合各学科的地区研究 （能否取得） 学術性成菓産

生了疑問， 他們対各学科綜合的 “片面性” （即即使在部分可能進行科学分析，但研究対象

的地区、國家的全体框架却不可能浮現出來） 進行了批判。因此，尽管像東京大学的教養学

科國際関係論分科曽被要求動員開展結合地区研究開展國際関係理論的 （國際法、國際政治

学、國際経済学、國際比較思想史等） 科学性的綜合研究，但是這様的主張並没有成為 （日

本的） 亜洲研究的主流。

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愛知大学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以 “対以前的地区研究進行真正的方

法論上的討論為前提，提出新方法論的範畴” 為目的，在日美欧学術界的地区研究中的中國

研究與中國学術界中由中國研究学者開展的作為本國研究的中國研究之間建立一種真正意義

上的学術対話，我挙双手賛成這様的嘗試。上世紀6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舒尓茨教授曽経対筆

者提過， 日本人的中國研究、 美國人的中國研究、中國人自己的中國研究都各有各的意義，

現在更能体会到此話的含義。

影響力必将拡大的中國

首先，我們有必要認識一下当代中國的真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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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対中國發展中的問題進行厳屶批判成為在日本梺優勢的風潮，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

的遅緩、失業者増加的不安定、法律制度、社会保険制度的不健全、擁有超過総貸款額三成

壊桾的國有銀行、農業自給率下降的深刻問題和内需預測上的混乱等。像 〈大象中國是個幻

影嵎〉 （2002年 《朝日新聞》） 這様的充満疑問的文章很多。這些問題尽管在中國的官方文件

中也屡屡被提到，但還是有人指責一般的中國人很意外地並没有認真対待這些問題 （2002年

６月20日 《政府刊行物新聞》、 〈萬華鏡〉）。

可能不得不認為這是面対急劇変化中的世界和全球化的 （中國的） “脆弱性” 的表現亶

（慶応大学 CAS通訊 No. 122）。

但是即使這様，今天的中國國力正在穏歩増強也是事実。正如許多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

所力證的那様，従1978年到2001年中國的國民生産総値年均増長率達到了9.4％， 年國民生

産総値已経躍昇至世界第六位，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従 “温飽” 階段進入

了 “小康” 階段。尽管可以預料這個成長率今后会出現若幹減速，但不能因此就否認中國國

力的相対上昇。根据 《朝日新聞》 対将來中國是否強大的民意調査結菓顕示，在対 “十年后

亜洲最具影響力的大國是誰” 進行的預測中，日本人中認為是中國的為47％，美國為14％，

日本８％ ; 韓國人中認為是中國的為53％， 日本為23％， 韓國11％。中國人中認為中國会

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梺73％ （2000年12月５日）。

当然有些専家也認為到2010年為止中國的國民生産総値的年増長率会降低到６－７％，

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况，可以説中國必将成為東亜地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發達國家” 的中國会如何行事

問題在于，将來成為發達國家后的中國会成為什麼様的國家廢？這個問題総是会和某種

価値観交匯在一起。但是作為研究方法原点的 “学術関心” 還是応該在探討方法論中将自己

置身于客観之中。

現在，筆者想在這里第一次明確表達自己的観点，筆者従上個世紀60年代末開始和鶴見

和子教授等組織了 “現代化再検討研究会”，鶴見教授1974年提倡 “内發型發展理論” 后，筆

者也一直予以全力支持，探討這種方法論適用于一般社会科学各種形態的可能性。峇外著名

的柯文教授因發表 《在中國發現暦史》 而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時，筆者也和教授進行過討論，

一致認為要重視 “中國的暦史和内發型發展的可能性”，実際上在注重與外來的異文化接触

的同時，拒絶以它為標准演繹暦史和全局。

在這個意義上， 筆者在很大程度上與今天的主題演講者溝口雄三教授的原点回帰論和

“天下之民” 理論有同感。溝口教授在 《思想》 雑志 〈思想的語言〉 一文中主張， “中國暦史

把分裂的時代和異民族的統治時代也都算在正史的範畴内，因此在中國，民衆與其説是國家

的民衆，不如説是天下之民”，“在清朝，民間的力量在和権力結合的同時自身也在壮大”。這

個現象在民國建立之后也没有發生改変。不管権力一方的政策如何不断変化推移，民衆却総

是在與権力的不断融合和時常的抗争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尽管現在因地点、地区、社会地

位而産生了巨大的隔差，但就在今天民衆也在與権力保持微妙的距離與関係並時時與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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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拡大着自己的力量。

因此，在権力方看來，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帯動 “民”、引導他們的価値観和意識形態。

現在的中國領導者們不断地強調 “不僅要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統計指標的達標率，也要

全面反映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情况” （2003年８月 《中國図書》 15–8）、 “一定要加強

思想道徳建設。國家的法治與徳治要互相補充” （2002年11月８日新華社 《中國通信》）。在

這里尽管存在着権力和民衆之間微妙的矛盾和合作関係，但這却是思考符合中國國情之中國

政治與暦史時不可回避的問題。

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發展道路是否能馬上対応急劇変動的國際関係，這是本次國際学術

研討会的重要課題。今天，科学進歩日新月異，経済全球化的勢頭依然強勁，同時追求各自

認同感的多極化趨勢也在増強，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性的貧富差距、精神上的被圧迫感、

要求一種新的人類相処原理的呼声正在風起雲湧。従中國伝統的価値観、 道徳観上看， （中

國） 不可能忽視這些因素向前發展。比如即使站在反対國際恐怖主義的立場上，中國也不会

采取 （反恐是）自由民主主義、人道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之間的対抗這種美國式的単純模式。

如何従中國伝統上的権力與民衆之間微妙的矛盾與合作関係、物質生活的提高與属于精神生

活的道義主義相結合的互補関係的角度出發，如何判断新的國際関係下的中國外交，並且据

此如何具体地創新今后中國研究的方法論， （探討） 這些課題正是筆者的目標。

（劉星 訳）

面向以地区研究為基礎的 “符合中國國情” 的中國研究




